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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

———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

宣朝庆

提要: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精英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士绅和专业知识分子
是两个重要群体。1933 年河北定县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当地士绅与主持
实验县工作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间的激烈冲突随之爆发。该类型社会
冲突以士绅阶层的抱怨、污蔑、制造负面社会舆论为重要特征，反映了士绅阶
层在农村社会和乡村建设中权力地位的边缘化。士绅阶层地位的没落，表面
看来是平教会在乡村建设中刻意通过组织创新扶植农村青年参与乡村建设，
致使士绅在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大权旁落，其结构性原因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士绅阶层在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经营高利贷活动，大量占有农村土
地，与农民发生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致使社会负面评价增加; 二是国家在县
域单位推进现代化的意志受到士绅阶层的阻碍，平教会冷落士绅实际上代表
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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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 1930 年代，晏阳初领导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以下简
称“平教会”) 在河北定县发起了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以往研究
多从实验者、实验内容等角度关注定县实验，对于乡村建设中的组织重
构及其社会影响缺少关注和分析。这种情况可能与以往学术界把乡村
建设定义为改良运动有关。一般认为，改良运动总是试图与各种势力
妥协，以期达成某种目的。定县实验中出现的社会冲突可能是基于这
样的原因被学术界轻忽或漠视了。作为一场现代化性质的社会建设运
动，平教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指针，进行了系列农村组织创新，有
效推动了乡村改进目标的实现，但是组织创新也改变了定县社会固有

的权力—文化结构，激化了士绅与平教会之间的矛盾，并引起了社会舆
论的轩然大波，给定县实验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场本为阻遏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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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解体的社会运动，却造成了阶级、阶层矛盾和冲突，酝酿着社会解
体的新因素。应该如何认识乡村建设中组织重构和社会冲突的困局
呢? 本文试图从社会精英更替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
找出症结所在。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重建基本上是一个走

向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精英扮演着推动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角色。在民
国时期，国家权威失落，政治体制全面土崩瓦解，广大内地农村经济衰

退，社会动荡，普遍陷入高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精英填补权力真

空，在重建农村社会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按照社会学的标准，社会精
英是指那些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个体或群体。
在过去的研究中最受重视的是士绅精英，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张仲
礼的“士绅社会”、杜赞奇的“内卷化”模式等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他们
在国家与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陈世荣，2006) 。在乡村建设运动
中，专业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群特殊的社会精英，与推动乡治的士绅阶

层一起，在农村社会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士绅精英最大的
不同是，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在学术界或全国、国际上享有声誉，具有较
广泛的资源动员能力。当士绅精英在农村社会破产中功能逐步负面
化，无法促成地方社会转型的时候，专业知识分子群体引进现代农业技

术、社会合作技术与制度，推动了地方社会继续向现代化社会迈进。在
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旧社会精英的冲突与对抗，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定县所表现的那样。

一、权威失落: 士绅不满的根源及表现

1933 年，定县士绅中突然有人大肆造谣，污蔑平教会及平校毕业
同学会，要求废止县政实验，撤换县长霍六丁。他们制造舆论，骂平教
会人士是共产党、第三党，往平教会身上“泼脏水”; 对到定县参访乡村
建设的人士进行反宣传，把平校识字课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
半枯焦。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等歌谣( 语出《水浒传》白
胜语) 诬为平教会所作，是宣传阶级斗争之歌; 污蔑平教会把定县原有

的地方自治成绩冒为己有; 说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导致定县人民的生活

奢侈化，并以 1 万名平教会员统制 30 多万定县民众。与此同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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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矛头对准毕业同学会，指责“同学会干涉村政，争权夺利，恶劣分
子则乘机肆虐，鱼肉乡里”( 李明镜，1933) 。
这些人尽管绝对数量较少，但是活动能量很大。他们为诋毁平教

会，在外间进行了相当的工作，鼓动一些同情他们的学者、政要为之出
头说话。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首先发难，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讥
评邹平、定县的乡村建设于国事无补，靡费国帑。清华大学教授燕树棠
( 定县人) 也撰文抨击平教会制造阶级斗争和社会恐慌。这些言论经
媒体、舆论渲染后，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一时间人们对定县实验，乃至
整个乡村建设运动，投下了极为怀疑的目光( 王先明，2009: 234 －
242) 。对于社会上种种质疑与反对的声浪，蒋廷黻先生一语道破:“总
而言之，就是定县现在统治阶级换人了。换句话说，平教会无形中在定
县执行了一个大革命。那些原来得势而现在失势的人自然不满意平教
会”( 廷黻，1933) 。
定县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后，士绅在政治生活中彻底边缘化是他

们反对平教会的根本原因。
传统乡村是绅治的，且在清末民国时期有较长时间的延续性( 费

孝通，2009: 66; 黄宗智，2004: 242 － 243 ) 。以往有观点认为，清末民初
在地方上实施“新政”之后，百姓的税费负担剧增，传统的保护型地方
精英纷纷辞职，退出政治舞台，地痞无赖趁机上台，滥用权力，导致民怨

沸腾。李怀印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华北地区土地贫瘠、村
社涣散的“边缘”地带; 在冀中南的获鹿县，宗族纽带为基础的自愿合
作制度继续存在，保护型精英并未退出舞台，相反纷纷被选为村长或县

议事会和参事会成员，并以此为舞台，跟官府讨价还价，屡次成功挫败

了县衙门增加税款、税种的企图( 李怀印，2008: 6 中文版序) 。究其原
因有二: 一是清末新政扩张了绅权，使许多传统时代的非制度性绅权，

包括地方办学、卫生、农工商务、道路工程、社会救济与慈善等公共事业
得到正式确认，使乡村士绅阶层对地方公权和公共利益的控制更加直

接( 王先明，2008) 。二是士绅群体重构，家族地主和商人势力构成地
方精英的主体部分。1905 年废除科举后，士农工商的四民意识渐废，
士绅概念逐渐涵盖包括传统士绅、新学之士、商人或绅商等在内的多种
群体。新士绅群体通过参与政治，把持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社团组织，
实现对特定社会利益的控制，据此基本上可以把他们划分为官绅( 参

与政治) 、商绅( 参与地方经济，把持农会与商会) 和学绅( 包括传统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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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和知识分子，把持教育会，参与地方文化教育) 三个部分( 王先明，

1997: 255 － 265) 。
定县与获鹿县情况相似。1923 年县议事会、参议会成立，共选出

30 名议员和 3 名参事。其中，无一人具有专科以上学历，也没有贡生
以上科举功名，多为各区大家族的成员，如谷、米、王、杨、燕、张、李等
姓。这些家族人多势众，新学人才辈出，与社会上层有着广泛的联系。
所以，1920 － 1930 年代，定县地方精英的上层基本以传统士绅、本地新
学知识分子、商人和一些家族地主为主，富农和家族长则是其支持者。
北伐成功后，地方精英所控制的重要职位除自治会长、商会会长、参议
两会议员、区董等外，按照县组织法相关规定还有财政局长、教育局长、
建设局长、保卫团总等，由外地人出任的公安局长则常受团总的挟制。
平教会也使用“士绅”等相关称谓来称呼当地的精英分子，在身份上以
示与己有别。
鉴于士绅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性，民国时期乡建者们的基本

倾向是争取士绅们的支持与合作。梁漱溟就说，“利用地方领袖组织
校董会，目的是在拉他们聚在一起，到我们圈子以内，可以使他们不会

发生破坏事情……如果拉他们进来，那才走得通”( 慕冬，1993) 。平教
会在进入定县初期即注意联络当地士绅，得到米迪刚、米阶平、白瑞启
等人的赞助，平教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后来平民教育转向乡村建设，
平教会在组织平民学校、平校毕业同学会、合作社等相关活动时均积极
谋求地方上层的合作，在 1933 年县政建设实验开始后，也十分注意吸
纳地方士绅出任各级顾问、委员之职。可以说，在整个乡村建设过程
中，平教会始终对地方上层采取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过，平教会的乡
村建设并没有完全依赖乡村原有的长老政治、村级组织，而是以平校毕
业同学会为基础的，特别是以 1933 年县政建设实验为转折点，平校毕
业同学会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自治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士绅
在地方权力架构中被严重边缘化，与平教会的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
士绅边缘化的标志性事件包括: 加强廉政，改进地方公安，清理地

方财政，整顿县保卫团，全县 6 区中 4 个区长撤职。机构改革，用乡镇
建设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乡镇公所等地方自治组织，并接受乡镇公民

大会的监督。大力整顿高利贷，维护平民权益，遏制士绅的不当得利。
开展拒毒工作，实行禁毒连坐法，登记查处了千余名瘾君子，豪绅势家

俱不能免( 梁容若，1933) 。如果把士绅简单地划分为官绅、商绅、学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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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上述动作无疑打击了官绅和商绅的势力和利益。

二、组织重构: 平校毕业同学会挑战士绅权势

平教会组织毕业同学会的目的，就是要联合已毕业的学生，打造农

村建设的社会重心，克服民众缺乏坚强的组织，缺少改进生活的自觉性

的问题( 李景汉，1986: 809) 。到 1935 年全县有 138 个村成立毕业同学
会，会员数目达到 6983 人( 江问渔、梁漱溟，1937: 244) 。
毕业同学会在农业改进和合作经济中的作用相当抢眼。首先，他

们在农业改进中担当示范，充任“表证农家”，能承担起 10 项农作项目
的推广任务( 晏阳初，1989: 272) 。到 1935 年，2400 多人担任的表证农
家在定县农村构筑了一个强大的联合示范网络，提高了良种、新技术的
推广效果。其次，同学会在合作经济中负责组织、运行工作，改良农村
经济组织的经营方法和经济制度。到 1936 年，“定县四百七十一村内，
成立信用合作社已达四百二十处。合作事业之发达，确为华北各县之
冠”( 鲁绍柳，1937) 。
毕业同学会在社会式教育过程中无形而广泛地侵蚀着士绅的权力

空间。他们开展的活动包括拒毒、禁赌、修桥铺路、仲裁争执、婚丧互
助，举行体育运动会、演说比赛，组织剧团、读书会、敬老会，组织抗日救
国捐、抗日救国基金游艺会，进行抗日宣传等。这些活动渗透到村庄、
家族的内部，从民俗习惯、休闲娱乐、公共事业、村庄管理、民族意识等
方面把村民吸引了过来，对士绅的村庄领导权和农村领袖角色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既有的权力架构已经无法驾驭日益多元的社会权力了。
毕业同学会干预村政最为士绅所诟病，据堵述初回忆: “对于村政，毕
业同学也敢于提出改进的意见。如某村的村长，年纪太大而办事精力
又差，毕业同学就提议改选村长，让年轻而又有办事才干的人担任村

长”( 李济东，1990: 428) 。
县政建设实验开始后，县政改革除了机构精简、裁局并科、强化县

府的行政职能之外，另外一项关键措施是加强乡村建设行政，包括设立

乡镇建设委员会、公民服务团和农村建设辅导员。乡镇建设委员会是
乡村建设的自治组织，负责乡建的监督、指导、计划，正、副主席在选定
后由县政府委任为正、副乡镇长。在该委员会下面设置乡村公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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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负责组织发动群众，执行乡村建设计划。农村建设辅导员则负责县
政府与乡镇政府之间的政策政令传达，培训公民服务团的农村建设技

术人员，监督和指导乡镇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毕业同学会成员随之担
负起新的职能，成为公民服务团的主力和农村建设辅导员的重要人选

( 江问渔、梁漱溟，1937: 245) 。
如果说在县政建设实验之前，平校毕业同学会的主要职责还只是

承担社会式教育，担任表证农民、保健员，在村庄公共事务中仅扮演辅
助性角色，那么到了 1933 年组织合作社，参与领导公民服务团，担当农
村建设辅导员，同学会基本掌握了村庄权力的核心。依靠毕业同学会
的人力资源，平教会在定县农村构造了一种乡镇各种公共事务实行统

一管理的行政组织，在村庄权力层面与士绅展开了话语权的争夺。由
于“加入平校者多为贫农小农，而豪绅地主子弟有正式学校可入，与平
教会无关”，士绅势力难以进入毕业同学会，“故平校同学会颇为豪绅
侧目，因而积怨于平教会”( 梁容若，1933) 。为了减少或避免同学会与
村中士绅的冲突，平教会特选聘村中公正士绅为指导员，以谋求彼此积

极的合作( 张炳钧，1934 ) 。但是，士绅阶层与同学会之间的隔阂恐怕
一时难以消除。有观察者即指出:“乡村中的士绅，平时在社会上素有
相当的地位与力量，现在以毕业同学会成立之故，各种事业均由毕业同

学会提倡和举行，则在士绅心目中，对于同学会有无歧视的态度? 如果

有则对于事业的进程上，要否受妨碍? 听说他们已觉得这个问题的重

要，而现在请地方领袖为同学会的顾问了，然双方以年龄上，地位上的

关系，能否获得真正的合作? 这又是值得顾虑的一个问题”( 朱若溪，
1934) 。

三、地方自治: 士绅与国家在现代化场域中的角力

平教会与地方士绅的矛盾在 1933 年集中爆发，还有着更为深刻的
现代化背景。自清末以来，面对民族危亡、国家衰败，中央与地方、士绅
与知识分子群体都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几方

面力量并非是相互协调、合作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杜赞奇认
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现代化的路径: 一是政府强调国家优

先性，二是士绅积极参与、创意社会自治。扩张的国家机器一直试图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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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消灭自治的社会创造性，通过在农村建立起新式学校、警察、政府机
构，吸收、制服、消除相对自治的地方群体结构，加强对地方资源的控
制，以中央集权方式进行现代化( 杜赞奇，2009: 155 － 164) 。
清末以来，定县的士绅阶层占据着地方社会现代化的主导地位，且

成绩不容忽视，号称模范县。自 1902 年该县大绅王振谷、谷钟秀、马锡
蕃、米鉴三等人倡议兴办学堂起，经过 20 多年发展，差不多村村有学
校，村村有教育董事会，至 1926 年全县共有初级小学 483 处，高级小学
47 所，中学 9 所，在校学生 18350 人( 李景汉，1986: 177 － 178 ) 。翟城
村是近代乡村建设的发轫者，领导者米鉴三、米迪刚父子代表了纯粹传
统意义上的士绅与具有新学知识的本地精英的组合，在振兴教育和农

业、地方自治方面卓有贡献，一时有模范村之称，获得定县士绅的服膺，
光大为士绅主办地方自治的重要范式。山西村治大多仿自定县，在中
国近代史上留下相当的影响( 王维显，1936) 。

1929 － 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陆续制修颁布了县组织法、区自治
施行法、乡自治实行法等自治法规，确定了以县为单位、以乡村为基础
的地方自治制度。但是强势的国家主义话语并不能完全帮助一个弱势
的国家强化其扩张职能、控制社会的权力，在定县“仍然是组织的形式
改变了，习俗的势力仍然大部分继续存在着。在名义上农民选村长副
( 按: 即正副村长) ，其实仍然是少数人把持……少有按照民权初步的
选举法办理的”( 李景汉，1937: 88) 。以翟城村为例: 1930 年以前，该村
分为仁义礼智信五街，各街有街长和街副各 1 人，村长、村副及书记员
各 1 人，一切取决于村务会议; 1930 年按河北省相关政策，改组为 15
邻 28 闾，并组织村民会议、村政委员会等，村政委员会每月开会两次，
委员 25 人，由正、副村长、邻长和小学校长及书记员等充任，有重要事
项还要召集闾长以上开会。虽然翟城村增设了村民会议，但始终没有
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自治，仍然延续着士绅主持村治的架构，民权在绅

权的压制下无力伸张( 徐铸成，1930; 李德芳，2001: 40 ) 。翟城村尚且
如此，遑论他村了。
为了控制地方，改变乡村基层权力失控的局面，国民政府发起农村

复兴运动，主要内容是整顿农村经济，加强县政建设，为此而计划县政

实验区。1932 年底，内政部长黄绍竑、次长甘乃光先后到定县考察，劝
说平教会接受其政治与教育打成一片的主张，参与县政实验区计划，从

改革县政府机构入手，促进平教会乡村建设计划在定县的推行。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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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教会的工作正在从初期的试验与示范阶段转入全面推广与实施阶

段，晏阳初等人已经意识到，下一步的工作仅靠自下而上的学术性、教
育培训工作已难以胜任，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靠政治推动。农村建设
需要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支持，政府也需借助社会力量完成复兴农村、国
家现代化的任务，朝野双方就合作达成了共识( 孙诗锦，2006 ) 。但是
晏阳初并不同意内政部自上而下推行新制度的实验方案，认为真要改

革县政当从社会方面入手，求社会的改进，因此建议最好改称建设实验

区。也就是说，乡村建设者与国民政府各有打算，所谓政、教合一不过
是各取所需罢了。为此，陈筑山撰文指出，平教会县政建设实验的使命
就是要研究有推动建设能力的制度和方案，达到培养民力，移风易俗，

改造基本政治的目标，进而以政权力量为依托向全国推广( 陈筑山，

1935) 。所以，定县县政建设实验是在平民识字教育、公共卫生事业、
农业技术改进等成果的基础上，实验改革县政，获取扩大、深化农村现
代化内涵的方法。
平教会之所以会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是因为它是一个新

兴的具有国际背景的专业化服务组织。现代化研究表明，在第三世界
的农业不发达地区，主要缺乏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的有效传

输。发展专业化服务组织，是解决科技知识传输的重要手段，而平教会
恰好符合上述要求。它的主要成员晏阳初、陈筑山、熊佛西、瞿菊农、陈
志潜、李景汉、姚石庵等人都有留学经历，且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平
教会每年平均有 120 多人在定县服务，其中留学归国者约 20 人，国内
大学毕业者约 40 人，占总人数的一半( 李济东，1990: 440 ) 。这些人在
思想上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的精神，追随知识分子“到
民间去”和平民教育的热潮，舍弃大学校长、教授工作和当官升迁的机
会，甘愿用自己的知识为苦难的农民服务，探索农村建设和民族自强的

道路。在他们的努力下，平教会基本形成了成套的知识传输系统和经
验，把典型的传统农村社区与各种信用组织、家禽作物种群繁育实验组
织以及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在接受实验县任务后，晏阳初、陈筑山主持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

院，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出任县长，地方社会的发展主导权由士绅

全面转向平教会。霍六丁主持县政改革将旧日催粮征税的县衙门改造
成了为人民谋福利的机构，极大地触动了士绅的权力，沉重打击了士绅

的既得利益。“在吏治方面，则调整县府及所属各局的组织，剔除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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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撤惩舞弊人员。民政方面，则规定村民摊款办法，改保卫团费为
随粮带征，成立农产仓库贷款处，厉行禁毒运动”( 王维显，1936 ) 。他
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尤以禁赌最让士绅们颜面扫地，在平校毕业同学
会的揭发下，逮捕了豪门士绅、知名人士参与的聚赌团伙，得罪了大盐
商王家、旧式士绅张家以及白家、谷家和赵家等大家族。同时，定县取
消模范县时代的地方自治模式，仅在县政委员会、乡村建设委员会等部
门留下部分名誉职务给当地开明士绅，大部分权力归于平校毕业同学

会。这些措施对平教会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激起了豪绅、劣
绅们的反抗。
从现代化主体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国家而言，平教会和定县士绅群

体显然都属于地方性的代表。本来二者都不倾向于与国家的合作，希
望能够自主地完成乡村现代化，但是他们最终在乡村建设领导权问题

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平教会为了彻底打破士绅对于农村权力的垄
断，最终选择了与国家的合作。因此，表面上看，定县乡村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矛盾是地方士绅阶层与平教会的矛盾，其实背后折射着地方士

绅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二者对地方社会现代化领导权的争夺。所以，
当士绅表达出对平教会的不满时，代表政府立场的官员采取回护的态

度，指出即便是撤换了县长，定县的各项改革依然会维持现状。不过，
在这场角力的过程中，士绅终于还是取得了部分的胜利。由于他们的
激烈反对严重影响了整个县政工作的正常开展，霍六丁不得不离开定

县。继任者吕复是士绅们的人选，基本上执行成规，奉行通令，甚至以
“尊重舆论”、“与民休息”为施政要旨，表明平教会的县政建设实验明
显地向士绅们妥协了。

四、农村破产: 士绅形象负面化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破产的问题，学术界已有多种理论解释，在

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是分配论和技术论。分配论强调农民贫困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地主阶级藉不合理的地租、赋
税、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农民，使大多数农民日益贫困，被迫出售土地; 帝
国主义则使农村经济严重依赖国内外市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地主
阶级，土地平均分配，中国才能摆脱贫困。技术论认为问题的核心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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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而在于人口相对于资源而言太多了，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减少

地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 惟一的解决之道是引进

新的知识和技术，改善品种，提高生产力( 张瑞德，1989: 725 － 726 ) 。
美国人类学者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把这一观点发挥为“农业内卷
化”的理论，①并经黄宗智等人引用而进入中国史学研究，获得不少国
内学者的认同。
相比较而言，定县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单一理论模式似乎难以贯通

解释所有的问题。根据平教会的调查，从前定县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
常，因此农作物产量不高，农民生活非常困难。自 1921 年开始，定县农
村接受华洋义赈会的资金补助，打井灌溉，井眼总数由 8111 口增加到
近 60000 口，大村的井数竟有 1220 口之多; 井浇地面积达到 89548 亩，
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56. 4% ; 井浇地实现一年两作，作物总产量较之
前增加 1 /3。受粮食增产的影响，10 年间定县农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
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数量逐渐增加，佃农数量相应渐少( 李景汉，1986:
611 － 613、629，1934b) 。在定县耕地开发达到极限，人均耕地面积从
1923 年的 4. 2 亩下降到 1934 年的 3. 6 亩的情况下，凿井灌溉所构成的
资本密集投入显得尤为必要。后来，平教会在定县推广农业技术，仍是
延续了资本密集投入的路径，有效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李景汉，

1934c) 。有学者认为，黄宗智使用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近代华北农业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惟一指标，得出了华北小农经济内卷化的结论，令人

有简单化之感( 郑起东，2004: 446 ) 。对照定县的情况，这种批评不无
道理。在考察定县 1921 － 1930 年农业经济情况时，既要考虑劳动生产
率的投入，也应考虑资本( 技术) 投入对土地生产率的改善，如格尔茨

在东南亚发现的那样。当然，黄宗智的理论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有
限的资本密集投入尚难以彻底改变严重失调的人地比例关系。定县人
口数量在 1924 － 1934 年间由 38 万提高到 44 万，增量接近 1 /6，按人均
5 亩的标准计算，定县多余人口达 12. 6 万人( 李金铮，2004: 137 －
138) 。人口增长抵消了资本投入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这也是李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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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边疆地区移民、节制生育，解决人口压力的
原因( 李景汉，1934d) 。
在 1930 年代，定县的情况用分配论解释似乎更为有效。1929 －

1932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我国农业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
国家的转嫁下，遂出现封建性危机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危机相交织的局

面( 郑庆平、岳琛，1987: 290 ) 。定县虽处华北内地，仍深受其害。1934
年定县农产品的价格出现大幅下滑，特别是粮价差不多跌去了一半

( 拉夫，1934) 。霍六丁在呈送给河北民政厅的意见书中的描述更为可
怕:“定县二年以来，养蜂投机亏赔一百八十余万，白面消耗二百余万，
又加去岁农作物减收十分之四，跌价十分之四，土布与棉花销路因时局

及世界恐慌影响，几全断绝”; 当时民政厅官员评价定县“金融奇紧，农
民无处借贷，借亦无力归还，此为历来未有之现象”( 蒋锡曾，1933 ) 。
对此，李景汉指出，土货滞销、洋货流行，在这种剪刀差的作用下，农民
日陷贫困，生产力日益低劣，农业日趋衰落。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农
民渐次转向借贷度日，陷入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很多农民不得不变
卖、典当田产偿还债务，致使土地日益集中于大地主。在土地大地主私
有制和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剥削下，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情况一变而

为饥荒恐怖的状态，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李景汉，1937: 28 － 29) 。
农村普遍极度贫困、普遍负债，是高利贷存在的广阔土壤。1931

年，农村经济渐呈疲敝现象，借贷人家较上年增加 33%。到 1932 年农
民生活再度恶化，67%的农户欠债，达 46000 家。在这些借债的农户
中，种地不足 20 亩的小农占 63%，20 － 40 亩的中农占 24%，40 亩以上
的富农占 13%。1933 年冬天定县出现了以往极少见到的乞丐，约有
3000 人( 李景汉，1934a) 。同时，借贷期限也发生了不利于借债者的变
化。1929 － 1931 年间，借贷期限以 10 个月和 1 年最为普遍，到了 1932
年，6 个月期限的明显增多，超过 10 个月的则相应减少了。对于高利
贷者而言，借贷期限越短，资金周转越快，利润就越高。由于高利贷使
用最多的抵押品是田地，结果造成大量田地集中于经营高利贷的商人、
地主、富农之手。据统计，因债务而被债主没收一切家产者在 1930 年
代初期直线飙升，1931 年为 51 家，1932 年 256 家，1933 年 2889 家，其
中超过一半的人家是在高利贷的重利盘剥下破产的( 李景汉，1934e:
103) 。同时，由于农民为还债不得不出卖土地，结果地价低落，普通井
浇地由每亩 120 元跌落到 50 元，普通旱田由 55 元降至 25 元，雇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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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工资由 40 元降到 30 元( 李景汉，1934a) 。
土绅阶层中不少人通过高利贷牟取暴利，严重损毁了士绅在农村

中的形象。虽然近代以来，士绅阶层在扮演社区领袖，担负教化民众、
沟通官府职能的同时，也开始扮演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图利于民，但

农民还是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医疗上的服务，这
也是定县能成为模范县的重要原因。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农村破产危
机却使人们陡然意识到了士绅在农村社会重建中的破坏性作用。大量
自耕农沦为佃农，扩大了贫富差距，强化了农村里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

系，使原本过去 10 年以来日益削弱的封建性社会关系再次回潮。1932
－1934 年定县的抗债、抗租事件急剧增加，毕业同学会也通过《屠户》、
《龚大爷》等演出剧目来挞伐高利贷者的贪得无厌和敲诈勒索。
高利贷盛行反映出农村资金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是金融市场的不发

达。1911 年以来，相对于城市金融的繁荣，农村金融发展一直严重滞
后，金融体制极不健全，金融供应者极端匮乏。1930 年代以前定县没
有农业银行，只有当铺、钱庄、商店、杂货铺、摇会等经营借贷，农民在需
要资金时往往选择通过私人方式去借高利贷。所以，解决高利贷问题
还是要从金融制度创新入手。1933 年平教会制定《金融调解法》，抑制
高利贷者的利益。同时，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与平教会合作，推行全
县合作运动，计划三年完成县域合作组织( 组建农民银行、农民借贷
处、信用合作社和农业仓库) 的实验。从 1933 年 7 月份起，先是在有平
校毕业同学会的村庄举办简易的自助社，办理青苗抵押借款、农产品抵
押借款、合购食盐等; 并介绍中国银行及金城银行来定县，先后设立仓
库 5 处，办理抵押贷款，辅助自助社活动。到 1934 年 5 月，自助社总数
达到 270 个，社员 87078 人。同年，平教会在推广自助社的基础上，改
组自助社为综合合作社，向社员提供购买、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资金便
利，到 1935 年共改组完成合作社 130 个。1935 年夏组织农村合作实
验银行，于 1936 年 3 月正式开业( 吴相湘，2000: 200 － 204) 。通过合作
社和自助社把社员有限的资金集中运用，减少了对高利贷的依赖，农民

逐步从多年的恶势力中解放了出来( 李景汉，1934c) 。合作组织在金
融领域的发展，削弱了高利贷者的牟利，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当时不少人批评，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导致农村破产的新旧两

方面———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大土地占有制———这些根本因素漠
然视之( 陈晖，1935) 。其实，相关资料表明，30 年代整个乡村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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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问题已有相当的认识。他们同意，不解决土地问题，所谓农村建
设、县政改革，根本无从谈起，工作也必将步步荆棘，但是土地改革必须
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执行，在当时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在这

种情况下，要让地主士绅进行土地改革，无异与虎谋皮 ( 林浩藩，

1935)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时，平教会
的乡村建设更多地选择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提出解决方案，如推广良
种，改进耕作技术，引进先进设备，组织合作社，改进县政，引进现代金

融机构等。这些措施对提高农村生产力，缓解农村社会矛盾有一定的
作用，但并非彻底的解决之道。

五、结 语

1926 － 1937 年，定县社会精英群体由本地的士绅精英和平教会成
员所组成。在乡建过程中，平教会与士绅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合作的部
分大体在教育领域，而冲突的部分则集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尽管很难

清楚地区分出士绅在上述领域中的分布，且家族、商人势力在农村社会
一贯关系复杂，但是基本而言，学绅与平教会合作愉快，官绅、商绅与平
教会关系紧张。透过 1930 年代农村破产危局的分析可以发现，平教会
与士绅之间的社会冲突背后隐含着制度缺失的结构性问题。近代农村
破产已经不是以往的天灾、战争等固有因素的产物，而是中国被迫纳入
西方列强主导的工业化轨道和市场体系的产物。对付这种经济危机，
传统农村并没有足够的制度准备。在金融恐慌中，按照农村惯习担任
金融调剂角色的士绅精英往往难以把持角色的社会期待，利用高利贷

牟取暴力，引发社会动荡。平教会在定县组织金融合作，引进、创办银
行，解决农村资金问题，是对农村社会重建相当有意义的制度探索。
同时，受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结构的限定，士绅精英与平

教会的冲突并非在一个层面上展开，而是较立体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现

代化的复杂性。清末以来，士绅精英作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具有推
动地方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但他们在知识储备、专业职能等方面却难以
担负起改良农业和乡村建设的重任。农村要发展，要与外部组织沟通、
接轨，必须寻找新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平教会恰是作为这样一种机构
在定县适时出现的。但是，双方的合作因为文化理念、经济利益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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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等问题而时有龃龉，迫使平教会寻求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
作为推动现代化的独立力量，也为士绅精英的不配合所困扰，希望藉平

教会推动农村复兴，定县县政建设实验就此上路。然而，由于平教会无
力、国家无意改变土地制度，士绅的大土地占有者身份和农村领袖的权
势又不可撼动，平教会只好采取包容、迂回的态度，继续争取他们的支
持与合作。当改革触动了士绅的既得利益，遭到士绅的反对时，平教会
便不得不采取守势。可以说，国家和平教会都受制于传统的社会结构，
特别是阶级结构，社会建设能力大打折扣，这就不可避免地为矛盾的进

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
此外，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而言，士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强势

地位，导致了定县实验只能在不触动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着力于改善生

产、合作技术，提高生产力，反映了弱势国家之下中央、地方、民间三方
面力量难以相互协调以推动农村社会重建的困境。然而在今日强势国
家的语境下，是否就全无意义呢? 也许平教会的经验还是能够给我们

一定的借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村是依靠打工等手段从外界获得收
入，以维持家庭账目收支平衡。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探索一条中央、
地方、民间力量相互配合，以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生产技术开发为方
法，拓展农村经济的内生力，变生存型农村为外向型农村，变农民为土

地投资者，提高农民市场参与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或许是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选择。

参考文献:

陈晖，1935，《华北乡村建设运动的检讨》，《复兴月刊》第 4 卷第 4 期。

陈世荣，2006，《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近代社会菁英的研究典范与未来的研究趋势》，《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4 期。

陈筑山，1935，《从县政建设的使命说到定县的县政》，《民间》第 2 卷第 21 期。

杜赞奇，2009，《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3，《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 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2009，《中国绅士》，赵旭东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黄宗智，200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 中华书局。

江问渔、梁漱溟，1937，《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上海: 中华书局。

蒋锡曾，1933，《河北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进行概况》，《河北月刊》第 1 卷第 5 期。

拉夫，1934，《走向崩溃途程中之定县农村经济( 定县通讯) 》，《众志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李德芳，2001，《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

李怀印，2008，《华北村治: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等译，北京: 中华书局。

301

论 文 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



李济东，1990，《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金铮，2004，《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北京: 人民出版社。

李景汉，1934a，《定县农村经济现状》，《民间》第 1 卷第 1 期。

———，1934b，《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 1 卷第 2 期。

———，1934c，《定县社会的各方面》，《民间》第 1 卷 24 期。

———，1934d，《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 8 卷。

———，1934e，《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

———，1937，《中国农村问题》，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6，《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明镜，1933，《 ＜平教会与定县 ＞ ( 通信) 》，《独立评论》79 号。

梁容若，1933，《河北定县参观记》，《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 4 卷第 9 期。

林浩藩，1935，《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的过程与感受》，《福建教育》第 9 期。

鲁绍柳，1937，《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第 3 卷第 4 期。

慕冬，1933，《介绍给农村师范第二班同学的几段话》，《深光》第 1 期。

孙诗锦，2006，《定县实验与农村复兴运动》，《史学月刊》第 7 期。

廷黻，1933，《跋燕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 74 号。

王维显，1936，《“模范县”期与“实验区”期的定县县政》，《政治经济学报》第 5 卷第 3 期。

王先明，1997，《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20 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建设路径的历史反思》，《天津社会科学》第 6 期。

———，2009，《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1901 － 1945 )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吴相湘，2000，《晏阳初传》，长沙: 岳麓书社。

徐铸成，1930，《定县平校村治参观记》，《国闻周报》第 7 卷第 4 期。

许同莘，1933，《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访问记》，《河北月刊》第 1 卷第 5 期。

晏阳初，1989，《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张炳钧，1934，《定县实验区的介绍与批判》，《众志月刊》第 1 卷第 5 期。

张瑞德，1989，《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

农村经济史论文集》。

郑起东，2004，《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 上海书店。

郑庆平、岳琛，1987，《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朱若溪，1934，《定县平民学校观感》，《教育与民众》第 6 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宛丽

401

社会学研究 2011． 4



transi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discover the implica-
tion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sense of freedo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 by illu-
minating these two scholars' understandings．

Local Elites and Rural Social Reconstruction: Conflict between gentry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Education Movements in Dingxian
Experiment Xuan Chaoqing 90………………………………………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local elites included gentry and professional in-
tellectuals． When Dingxian in Hebei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as the experimental
bases of the county administration construction in 1923，fierce conflict broke out be-
tween the local gentry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Education Movements
( MEM) presided the Dingxian Experiment． The social conflict，characterized by
gentry's complaining，slandering and moulding negative public opinion，reflecte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gentry in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weakening power and status of
rural construction． MEM fostered rural youth to attend the rural construction by or-
ganization innovations，which led to the gentry's lost of power． There were two signif-
icant structural causes: Firstly，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economic bankruptcy，the
gentry practiced usury and occupied a large amount of land． The economic confliction
of the gentry and peasant strengthened the negative evaluations to the gentry． Second-
ly，gentry class was an obstacle for the country to push forward modernization in the
county． Actually，MEM's ignoring gentry shows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society in the modernization issue．

The Dimension of Measurement on Prosocial Behavior: Exploration and
confirmation Zhang Qingpeng ＆ Kou Yu 105………………………

Abstract: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essential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ing tool，the current research continues the prototype analysis in previous
studies to explore and confirm the dimension of measurement on prosocial behavior
that is endorsed by adolescents． The result suggest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dimen-
sions in the measuring structure of prosocial behavior: altruism，commonweal and so-
cial rule，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 trait． The four-dimension model well fits the da-
ta，and can provide acceptable construct validity and criterion validity for the behav-
ioral measurement based on this model．

Trends of Status Homogamy in China: A dual-trait analysis
Li Yu 122
…………

…………………………………………………………

Abstract: Status Homogamy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dicator of the“openness”of so-
ciety．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study of homogamy to an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

442


